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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經濟學的研究範疇內，“制度”被定義為“一個社會內的博

弈規則”，或 “在社交中各種相關行為所被指定遵守的模式”；而“制

度變遷”則是“（成文的）法規和（文化習俗的）非正規約束在形式上的

改變，以及它們在執行上的有效性的改變”，或“社會價值觀在結構

上的改變”。從歷史的角度分析，每一個經濟社會在不同時期的演變

模式、路徑和具體表現與這個社會的制度及其變遷是有密切的相互

關係的。

在概念上，經濟社會是指不同個體 （個人和企業）在一個特定的社

會框架內追求各種經濟利益時各種活動與這個社會整體利益之間的關

係。在這個過程中，社會框架受到一系列正規與非正規、有形與無形

的制度所規範。這些制度在不同程度上規範㟚一個社會內各個個體的

經濟行為，以及他們之間的交易模式和相互關係。在某一個短暫的時

期內，雖然制度可以被視為一個既定的框架，但是各種經濟活動在市

場內的發展模式，亦促使每個社會的制度不斷地改變。基於以上的討

論，本文會對澳門的制度及其變遷與經濟社會的演變進行探討，進而

對未來的一些發展路向作出客觀的推論，為相關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參

考價值的建議。

澳門經濟社會的制度框架

當葡萄牙航海家在16世紀中發現澳門時，澳門只是一個寂寂無聞

的小漁村。之前，本地經濟社會的活動模式和各個經濟個體的市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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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本上受一套非正規的封建社會習俗所規範。在其後四百多年的歷

史中，葡萄牙人把澳門打造為與中國和日本進行貿易往來的商埠，並

將以歐洲大陸法1 為基礎的成文法引入澳門，但是由於本地以中國人為

主的社群的教育程度偏低、本地社會相對封閉、葡萄牙人在澳門的管

治權的合法性長期受到質疑、葡萄牙人社群與澳門本地中國人社群一

直未能融和，以及澳門經濟實力薄弱等種種因素，本地經濟社會一直

同時受法規與習俗所支配。

原則上，澳門的法律體制是以葡萄牙為藍本，但是由於澳門與

葡萄牙兩地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背景截然不同，再加上葡萄牙人在澳門

的管治始終以經濟利益為依歸，因此澳葡政府只是有選擇性地把葡萄

牙的法律條文引伸至澳門。這些客觀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制約㟚澳葡政

府在澳門的立法與執法效率。實踐中，澳葡政府在澳門所建立的法規

體制缺乏一個穩固而嚴謹的基礎，形成了當時經濟社會的客觀環境（圖

一中 “0” 所示的位置）。

圖 1

澳門法規體制的演變與市場參與者對 “經濟租” 的競逐行為之

間的相互作用

譯自筆者於2007年4月以英文發表的一篇合著研究論文（Eadington & Siu, April 2007, 9）。

–––––––––––––––

1. 本文不會對歐洲大陸法的體制進行討論。然而，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是大陸法

體制與普通法體制對一個經濟社會的發展有可能產生的正、負面效應。對這個問題

的思考有助於我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為何採用普通法的經濟社會的一般經濟效率和

整體表現較採用歐洲大陸法的經濟社會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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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澳門的現實情況分析，本地法規體制的不嚴謹並不一定指法律

條文或規章制度的缺失或行文不完善。然而，在歐洲大陸法的基礎

上，大多數法規的表達都是側重於原則性，對於實際執行的細節並不

具體言明。此外，由於以華人為主的澳門社會不懂葡萄牙語，而澳葡

政府亦從來沒有在本地推廣葡萄牙語，因此形成了大多數居民對法規

不甚了解，以致在實際執行時經常出現條文 “有需要得到有關當局或

行政人員解釋” （漏洞）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澳葡政府在澳門

施行的法治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個中國人社會的傳統處事方式，但

是各種固有的本地文化習俗及中國人的討價行為 （非正規約束） 亦成為

了澳門制度框架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而且在相當程度上驅使這個社

會的法規體制產生改變。

制度變遷與澳門經濟社會在演變中的相互關係

長期以來，澳門的制度（包括法規和習俗）是相對僵硬的。一方

面，澳葡政府在能夠確保其在澳門的經濟利益的前提下，不會對本地

傳統的各種經濟活動作出干預。與此同時，相關法規在執行時亦會“有

彈性”地顧及社會的“穩定”，以及相關利益團體之間的“融洽”。另一

方面，本地一般社群由於文化程度低，缺乏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識

和能力；而本地利益既得團體則在既定的法制框架內，巧妙地利用當

中的漏洞（包括法規的灰色地帶及法規中沒有明文規範或禁止的經濟活

動），進行各種有利可圖，但對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並不一定有利的

活動（例如19世紀中至20世紀初各種廣為人知的走私和販賣鴉片等活

動）。

為了換取澳葡政府允許各種經濟交易可以 “合法” 地以壟斷或寡頭

壟斷的模式進行，有關利益團體普遍以 “捐獻” 的形式，將他們從中可

以獲得的，超出一般經濟交易可以獲得的利潤 （可以借用經濟學中的

“經濟租” 一詞表示） 與當權者和本地一部分社群分享 （劉品良，2002

年）。然而，這些利益的分享卻成為了澳葡政府在堵塞有關法規漏洞時

的機會成本 —— 如果有關漏洞被堵塞，那麼由相關活動所提供的 “捐

獻” 便會中止。當這種交易模式 （即圖1中由 “1” 至 “4” 的發展） 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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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重複後 （即圖1中 “5” – “6” – “7” – “8” – ⋯⋯ 所示），經濟社

會的制度便變得日漸僵硬。雖然整個經濟社會的制度與交易模式在一

個既定的 “穩定” 狀態中不斷地循環，但是這種 “穩定” 的狀態並不代

表這個經濟的發展是有效率和可持續的。正如著名的制度經濟學家諾

思•羅傑爾指出， “穩定是促進人與人之間的複雜交往的一個必要條

件，但它並不是 （促使社會達至） 有效率的充分條件”。

由於缺乏健全的經濟基礎，以及沒有一套能夠有效地配合和推動

經濟發展的法規和社會意識，澳門經濟社會在幾百年的演變過程中基

本上一直處於被動的狀態。雖然澳門一直被譽為中歐貿易的橋樑，但

是這條橋樑的 “使用者” 卻甚少考慮如何鞏固它的基石，亦沒有對其相

關設施作出長遠的投資和更新。當香港在19世紀中被英國政府開發為

歐洲對中國和亞洲的另一個貿易港口後，澳門長期以來所擔當的貿易

港口的角色便瞬間消失，而本地經濟表現亦一落千丈。為了保障各個

相關團體的經濟利益，澳葡政府便因應當時澳門及鄰近地區對賭博和

各種不規範活動的需求，立法允許或默許這些被鄰近地區政府禁止的

經濟活動在澳門合法地進行。除了賭博外，販賣鴉片、人口和各種走

私活動皆為當時的澳葡政府提供了可觀的 “捐獻” 和稅收。即使葡萄牙

政府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立法禁止賭博事業，但澳葡政府卻一直沒

有嚴格執行相關法規。此外，經營鴉片的法定條文更明確地包括在一

些經營賭博的合約內 （例如1882年6月6日簽署的合約第22號第2附報）。

在鄰近各地均禁止賭場博彩，以及在本地制度的配合下，賭場事

業在20世紀逐步演變為澳門經濟的主要產業。與此同時，賭場事業亦

為本地的旅遊及娛樂事業提供了所需的人流。在這些相關經濟利益的

驅使下，圖1所示的本地經濟社會的運作模式亦周而復始地不斷在固有

的軌跡中運行。從靜態的經濟學分析，如果一個市場是由一個經營者

壟斷，那麼這個壟斷者所能獲得的 “經濟租” 是最大的，而政府部門

可以從中分享得到的稅收 （或“捐獻”） 亦可以達到最高。這為澳葡政府

在1930年代決定發出壟斷經營的賭牌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誘因。然而，

從動態中分析，壟斷經營長遠而言極有可能導致一個產業的經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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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競爭力下降。事實上，澳門賭場業在經歷了近70年的壟斷經營後，

本地法規對這個產業的監管已經是漏洞百出，而當規範㟚這個產業的

一套非正規的約束（“江湖規矩”）受到衝擊時，這個產業及澳門的經濟

社會便出現了失控的情況 —— 即1990年代所出現的各種由賭場業直接

和間接引起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

一國兩制、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與

澳門經濟社會的再發展

當一個經濟社會長期在圖1所示的路徑上不斷地循環運行時，它對

解決各種社會和經濟問題的能力不但難以提升，而且更有可能在不同

程度上受到損害。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一個新的權威把原有的法

規體制作出有效的修改，以及改變社會內的固有處事方式，那麼這個

經濟社會的效率一定無法得到提升，更遑論得到再發展的機會。

眾所周知，澳門的經濟社會在1990年代下半部嚴重衰退，社會秩

序混亂。本地政府和經濟部門對此一籌莫展。幸好中國政府於1999年

末根據一國兩制的安排，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

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協助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破天荒實行

澳人治澳。這個改變在具體上是體現了一個有權威的制度革新。

中國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之間的關係與從前葡萄牙政府和

澳葡政府之間的關係是截然不同的。作為中國境內的一個特別行政

區，中國政府在不干預澳門內部行政事務的同時，對澳門經濟社會的

穩定、再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給予了最大的支持。例如當考慮到澳門特

別行政區在成立前所面對治安面臨失控的問題，以及為澳門賭場業的

再發展重新建立一個有秩序的環境，中國政府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

前的幾個月最終決定在澳門派駐中國人民解放軍。這個決定無疑對當

時由賭場利益所引發的一些極不規範的市場行為 （包括嚴重罪案） 發出

有效的阻嚇訊息。此外，由中國政府批准的更緊密經貿合作協議和自

由行等政策亦明確地從制度上配合了澳門經濟社會從舊有的體制向新

的體制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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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後，便著手從法規上明確地改變澳門經

濟社會內固有的博弈規則。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新的行政架構

下，本地賭場業長期被壟斷經營的產業結構模式終於被打破，從而大

幅提升了這個產業的經濟效率和競爭力，更令這個產業和本地經濟的

表現在過往幾年舉世觸目。然而，澳門現時所體驗的制度變遷和經濟

社會的演變仍然受制於不少由歷史和習俗延續下來的問題。這亦是制

度經濟學家所指出：“雖然正規的法制可以在一夜之間被政府修改，但

是非正規約束的變遷是非常緩慢的 ”。事實上，本地社會根深蒂固的

意識形態和傳統的企業文化仍然是澳門起飛的 絆，妨礙澳門真正發

展成為一個以提供高附加值的博彩、旅遊、娛樂和會議展覽服務為主

體的現代化國際都會。在澳人治澳的意識形態下，本地不少經濟個體

（例如本地勞工） 在相當程度上只是希望能夠坐享賭場業轉型所帶來的

龐大經濟利益，但卻沒有 （或無法）同時提升他們本身的生產力和市場

上競爭力。再加上不少相關法規 （例如是勞工法和輸入外勞法）仍然受

制於澳葡政府時代遺留下來的法制框架，結果導致本地的保護主義情

緒日益高漲。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澳門的經濟社會在中國政府對其恢復

行使主權後所產生的制度變遷是屬於一種能夠提高效率的變遷 （並不

是圖一中所指出的改變模式）。但是要能確保這種變遷能夠持續下去，

最終成就澳門經濟的再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單憑新政府對原有的法規

體制作出部份修改是並不足夠，體制內的各種相關法規在條文上和執

行上的完善性，以及行政部門和本地經濟個體對市場改變的瞭解和積

極地提高本身的效率也是必要的。

結語

澳葡政府以葡萄牙的法律為基礎所建立的法規體制雖然為澳門的

經濟社會創造了一套成文的博弈規則，但是這個體制在實踐中卻面對

不少難題。在這個以中國傳統文化習俗為主導的不規範的社會中，由

於與經濟範疇相關的大多數成文法缺乏能夠被本地社群清楚了解的中

文譯本、不少法規的執行細則未能顧及澳門經濟社會的現實情況，再

加上澳葡政府在各種眼前經濟利益的考慮下沒有 （或無法） 嚴謹地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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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執行這些法規，這便為市場參與者提供了可以討價還價的空間和意

識。最終，各種不規範的行為和信念成為了主導㟚本地法規體制改變

和經濟社會演變的主要動力。然而，在缺乏制度創新的社會意識下，

本地制度的變遷長期以來都只是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主要利益團體對

經濟利益的追逐，而相關的改變並不一定代表這個經濟社會的實際效

率得到提升。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標誌㟚澳門的原有制度

起了根本的改變。這是由於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本身就是有助於提高

澳門的經濟效率。雖然一個嶄新的演變階段已經在澳門的經濟社會中

展開了，但是這次演變最終能否成功仍然取決於不少制度上的因素。

實踐中，如何切實地執行新修訂的相關法規制度，是確保本地經濟社

會已經開始的演變不會停下來（或走回固有的模式）的關鍵，本地行政

和經濟部門必須予以正視。此外，當局亦必須按部就班地改善本地固

有的、效率偏低的和有礙一個經濟社會的現代化發展的意識形態。要

達到這個目標，建立一套有遠見和著重質量的教育制度是必不可缺

的。

基於澳門的制度框架和經濟社會在漫長演變過程中所遺留下來的各種

錯綜複雜的歷史問題，現時已經被啟動的各種有效的改變是否能夠持續下

去，並逐步延伸至整個經濟社會還面對㟚很多不明朗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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